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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肯尼利和他的新作《希特勒下士的手枪》
□李 尧

译介之旅

韩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传播与跨文化接受
□费 菲

韩国是儒家文化圈的重要成员国之一，在

文化发展方面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明显，这种

影响在语言、生活习惯、伦理观念、风俗文化以

及文学艺术等多个层面都有所体现。特别是在

韩国古代文学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文化的

烙印。然而，随着近代以来韩国在政治经济、社

会结构和文化思潮上的重大变革，韩国文学也

在承袭传统的基础上表现出新的特质。这些变

化不仅丰富了当代多元文化并存的文学世界，

提供了全新的审美体验，也刷新了我们对韩国

文学的理解，并为我们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发

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自1992年中韩两国建交以来，两国在文

化领域的交流总体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在文

学领域，文学译介是推动韩国文学在中国传播

的主要方式。从类型上来看，主要以小说居多，

散文、诗歌作品的译介相对较少，并且是由通

俗化小说逐渐转向纯文学小说的；从时间线上

来看，中韩两国建交30余年来，韩国文学作品

在中国的译介也并非线性增长，而是呈现出明

显的阶段性特点，这与两国在不同阶段的官方

政策和民间情感认知密切相关。

此外，韩国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和流行，也

反映了跨文化交流的深层动态。这种文化互

动不仅是文学作品的传播，更是不同文化观

念、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交融与碰撞。在全球

化背景下，这种跨文化交流特别显著，它不仅

加深了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也为全球

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因此，

中韩两国在文学领域的深入交流，对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

义和深远的文化影响。

译介与传播

1992年，随着中韩两国在政治外交上迈

出新的步伐，文学领域的交流亦随之展开，许

多优秀的韩国文学作品在官方与民间文学机

构的支持下得以译介出版，逐步被引入中国图

书市场。总体来看，从中韩两国建交至今的

30余年以来，韩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大致可

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体现了中韩文化

交流的深度和特点。

首先，1992-2001年间，标志着中韩文学

交流的起始阶段，这一时期被翻译出版到中国

的韩国文学作品不多，比较知名的有李文烈的

《扭曲了的英雄》（学林出版社）和《人的儿子》

（卫为、枚芝译，学林出版社），安东民的《圣火》

（张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尹炯斗的《在辽阔

的海边》（金毅泉、张贵淑译，东方出版社），金

圣钟的《美妙的幽会》（高岱译，上海译文出版

社）等。这一时期，国内对韩国文学的认识尚

未从以往的“接受者”的刻板印象中转换过来，

韩国文学翻译人才不多，每年译介出版的作品

更是屈指可数，加上专业译者不多、翻译水平

参差不齐、印刷质量不高、市场宣传不够等因

素，这一时期中国读者对韩国文学的接受度还

比较低。但是，借助政治破冰的契机，使原本

沉寂的韩国文学在中国文化图书市场留下了

涟漪，也正是这一时期的译介尝试，为后续更

深层次的文学交流奠定了基础。

2002年左右，“韩流”成为取代港风在中

国独领风骚的文化潮流。借影视韩流的东风，

出版界也刮起了韩流风。加之市场经济建设

成效明显，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文学借助大众

消费文化成功挤进文化产业市场头部，韩国文

学作品的译介数量在大众文学时代得到猛增，

由此迎来了韩国文学中译的第二阶段（2002-

2012年）。这一时期年均译介出版的韩国文

学作品数量几乎是前一阶段的总和，部分年份

甚至超过100部。从类型上看，主要是与影视

韩流同步的“韩流小说”，按当下的文学类型定

义，一般将其归类到“通俗文学”，题材以青春

爱情为主。但这类影视衍生小说虽然火爆，却

不能将其视为韩国文学的代表。这类乘影视

东风的“韩流小说”往往类型单一、叙事套路

化，未能体现出韩国文学的真正水平，因此并

不能持久。2008年前后，中韩历史文化纠纷

事件频发，两国民族主义碰撞加剧，中国出现

了一定范围内的“反韩”潮流，韩国大众小说的

译介出版热开始降温，并逐步从纸质图书市场

转移到网络空间。不过由于早在2001年成立

了韩国文学翻译院，以及官方机构和民间财团

的支持，在韩流通俗文学狂欢之际，每年仍有

相当数量的韩国严肃文学作品在中国翻译出

版（可达60余部之多，如朴婉绪、黄皙暎等人的

作品）。但整体来看，这一时期韩国严肃文学在

中国的传播境况并不乐观，可以说是阻力重重，

也为这一时期的译介工作带来了挑战，反映了

文学译介在跨文化交流中面临的复杂性。

自2012年起，随着“韩流”热潮的减退，韩

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走向更加理性和深入的

跨文化交流。数量上在年均20部左右，质量

上则有明显提升，主要以真挚的严肃文学为

主，夹杂部分文学性强的大众文学作品。这一

转变展现了对韩国文学更深层次的认识，体现

文学译介在促进中韩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而

随着2012年韩流文化振兴团的设立，韩国政

府出台了支持韩流文化发展的方案，其中就包

括对韩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扶持。与此同时，国

内出版社也加大了对韩国小说的译介力度，出

版选题和类型更加多元和深入，超越了单纯的

市场化导向，呈现更加全面、客观的文化视

角。中韩两国官方与民间的文学出版交流互

动愈发频繁，韩方资助出版与国内自主出版良

性互动，使韩国小说翻译逐步走出困境，朝着

更高水平稳步迈进。

综上所述，韩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不仅是

文本的转换，更是中韩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的

重要体现，通过译介，促进了相互理解和尊重，为

中韩文化的交融与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接受与评价

文学作品的译介只是文化传播交流中的

一环，在深入探讨韩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状态

时，除了关注译介工作本身，还必须从跨文化

交流的角度审视读者的接受过程。中国读者

对韩国文学的接受经历了从最初的质疑和刻

板印象，到狂热追捧的阶段，最终实现了理性

回归，基本上与韩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出

版发展趋势重合，这里值得重点强调的是，从

对韩流小说的狂热追捧到回归理性，表明中国

读者对韩国文学的认识从受韩流影响的附属

文学转移到真正的“韩国文学”上，中国读者对

韩国文学的阅读逐渐摆脱了“快餐式阅读”和

“影视韩流所裹挟的消费主义思维”，逐渐摆脱

了“审美低俗”“娱乐化”“泡沫化”的标签，也标

志着跨文化传播的成熟和深入。

从国内主流文学图书销售平台数据来看，

韩国导演李沧东的小说作品《鹿川有许多粪》

入围了当年（2021年）的外国小说畅销榜单的

前100名，位居第78位，并获得豆瓣网2021年

度外国文学榜（小说类）的第一名。李沧东的

其他作品，如《烧纸》，同样获得了国内读者较

好的评价。被称为“亚洲文学的自尊心”的孔

枝泳的口碑代表作《熔炉》也是常年占据豆瓣

韩国热门文学图书前十榜单，在各大图书网

站的销售数据也比较亮眼。由小说改编的同

名电影《熔炉》在韩国成为现象级的存在，并

推动了韩国《性侵害防止修正案》的通过。此

外，金爱烂的《你的夏天还好吗》、赵南柱的

《82年生的金智英》和申京淑的《请照顾好我

妈妈》也是近年来比较受国内读者欢迎的韩

国文学作品，热度甚至超过了许多经典西方文

学作品。

观察这些韩国文学作品可发现，它们呈现

出一定共性特征。在文本之外，它们中不少是

斩获许多文学奖项的作品，如金爱烂获得过

“李箱文学奖”“申东晔文学奖”“万海文学奖”，

孔枝泳获得过“韩国小说文学奖”“21世纪文

学奖”“吴永寿文学奖”等。这些文学奖项就像

韩国文学译介的风向标，一旦奖项名单决出，

国内译者和出版机构会抓紧对获奖作品进行

译介出版。在文本之内，可发现这些作品普遍

抛弃了历史宏大叙事的写作主题，专注于从底

层小人物切入，关注那些历史浪潮中的底层人

物、容易被飞速发展的经济社会所忽略的社

会议题，如底层生存挣扎、校园性暴力、女性

成长困境、现代化弊病等，这些具有思考深度

的写作议题，引发了国内读者的情感共鸣和深

度省思。

总体而言，中韩两国建交以来，文学交流

呈强化态势，在韩流热度褪去之后，中国读者

对韩国文学的认知变得更加理性和全面。通

过文学作品的译介出版，中韩两国不仅在语言

文字上实现了沟通，更在文化理解和艺术价值

的认同上取得了进展。这对于促进两国的文

化交流和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均具有重

要意义。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学

院讲师）

托马斯·肯尼利（Thomas Keneally, 1935

年10月7日— ）是我国读者最熟悉的澳大利亚

当代著名的国宝级作家。他于1964年出版第一

部小说《惠顿广场》（The Place at Whitton）
后，迄今为止共出版36部长篇小说，17本非小说

类书籍，几本儿童读物和几部戏剧。他最著名、

也最为我国读者熟悉的作品是获得布克奖的《辛

德勒的方舟》（Schindler’s Ark）。这部小说后

经斯蒂芬·斯皮尔伯格改编成电影《辛德勒的名

单》（Schindler’s List），一举夺得六项奥斯卡

奖，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此之

外，托马斯·肯尼利的作品还获得包括澳大利亚最

高文学奖——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和澳大利

亚年度文学奖在内的多项大奖，获得洛杉矶时报

奖和蒙德罗国际文学奖。他是纽约公共图书馆

“文学之狮”，美国科学院院士，加州大学金质奖

章获得者，他的头像还被印在澳大利亚邮票上。

《希特勒下士的手枪》（Corporal Hitler’s
Pistol）是肯尼利87岁高龄时出版的第35部长

篇小说。该书2022年出版后，在澳洲文坛立刻

引起轰动，当年便获得ARA历史小说奖。肯尼

利是一位非常善良、真诚、热情的老人。获奖后，

他立即宣布，要与入围名单上的其他作家分享十

万美元奖金。他说：“这是给我的作家同行们的

一个小礼物，给他们增加一点维持生计的收入，

他们中的许多人并非出生在富裕的家庭。”他还

十分幽默地说：“87岁写小说和25岁写小说的过

程完全一样。但我们偶尔需要拿个奖，这样才能

保持自己是小说家的错觉。”

然而肯尼利的所谓“错觉”，正是他文学创作

不竭的源泉，纳粹德国的罪行和两次世界大战的

血腥更一次次触发了他创作的灵感。《希特勒下

士的手枪》就是这样一部“灵感突发之作”。这部

小说探讨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创伤对澳大利

亚农村社区的影响，揭示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不

稳定的和平以及在经济大萧条和不断升级的紧

张局势下，人们心灵的碰撞。《希特勒下士的手

枪》是根据肯尼利在家乡新南威尔士州肯普西听

到的一个故事改编的。故事发生在1933年，也

就是肯尼利出生的前两年。在这个故事中，一位

德裔澳大利亚老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囚禁过

希特勒，并夺走了他的鲁格尔手枪。而与这个故

事相对应的历史事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时，阿道夫·希特勒满怀热情加入德国军队，并被

分配到西线的地面部队，当了传令兵，任务是从

一个指挥所跑到另一个指挥所传递信息。至今

我们仍能看到希特勒穿着传令兵制服的照片，以

及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战友的合影。现存

的历史档案更准确地显示：“1916年7月19日晚

上，在法国皮卡第的弗罗梅勒，澳大利亚第五十

三营与巴伐利亚第十六预备步兵团对峙。新任

德国总理希特勒所在的部队正是巴伐利亚第十

六预备步兵团。他在该部队服役，军衔为下士。”

肯尼利是一流的历史故事讲述者，他以史实

为基础，在一系列电影画面般的场景中展示出炉

火纯青的叙事技巧。当他选择《希特勒下士的手

枪》这个博人眼球的书名时，一定很清楚契诃夫

对作家的建议：如果第一幕出现了枪，那么第二

幕就必须开火。而这把枪从肯尼利人生的第一

幕开始，就一直潜伏在他的想象之中——二战期

间，他的父亲曾在在中东服役。他寄回家的纪念

品包括一个德国鲁格尔手枪枪套，肯尼利至今还

珍藏着这个枪套，并且经常向客人展示。于是，

他在自己创作的第35部小说《希特勒下士的手

枪》中，从枪套中几次拔出手枪“射击”，产生了戏

剧性的效果，使这部书成为一部引人注目的、融

合了历史犯罪惊悚片扣人心弦的情节和对澳大

利亚农村社区复杂描绘的优秀作品。

小说大部分情节发生在1933年的肯普西。

作者以高超的技巧，从1933年小镇肯普西的现

实生活“闪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炮火连天的法

国战场和1922年爱尔兰内战派系间激烈的纷

争。通过这些“闪回”，我们了解到小说中两个主

要人物在战争中经历的巨大创伤，以及这些创伤

如何破坏了他们一生的幸福安宁。

伯特·韦伯，是一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先

后两次获得军功章的退伍军人。1916年7月19

日晚上，他所在的澳大利亚第五十三营与巴伐利

亚第十六预备步兵团相互对峙，敌我双方处于胶

着状态。拉锯战中，伯特·韦伯和他最亲密的战

友神父莱姆克下士、身负重伤的小伙子波迪相互

搀扶着走进无人值守的德军地堡，暂避敌人的炮

火。刚坐下不久，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德军传令兵

带着一条小狗走进地堡。看到三个受伤的澳大

利亚士兵之后，传令兵举起鲁格尔手枪打死伯

特·韦伯心中的圣人——品德高尚的神父莱姆克

下士。怒不可遏的伯特·韦伯用受伤的手臂举起

步枪对准德国传令兵。传令兵见状，在伯特·韦

伯扣动扳机前连忙举起双手，缴械投降。鲁格尔

手枪因此落入伯特·韦伯之手。伯特·韦伯守着

两个最亲密的战友莱姆克和波迪的尸体与德军

传令兵在地堡里待了一夜。拂晓时分，德军再次

占领阵地。传令兵兴奋之余，念及伯特·韦伯没

有开枪将他杀死，护送他穿过德军防线，回到澳

大利亚军队占领的阵地。17年来，那位留着小

胡子、杀死他最崇敬的莱姆克下士的德军传令兵

像一个鬼魂一直缠绕着伯特·韦伯，让他昼夜不

得安宁，而“那把被诅咒的手枪……犹如钉在耶

稣手上的钉子”就藏在他家的衣柜里。1933年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伯特·韦伯在肯普西维多利

亚电影院放映的新闻片中突然看到德国新总理

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那修剪过的小胡子和傲

慢的神情让伯特·韦伯一眼认出此人正是1916年

7月19日夜里，与他在战壕里共处一室的那个德

军传令兵。这不曾意料的一幕使这位战斗英雄瞬

间精神崩溃，众目睽睽之下，陷入癫狂。伯特·韦

伯被紧急送到医院之后，医生对他采取了各种精

神疗法，包括催眠术和电击疗法。而这种种“疗

法”的使用，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肯尼利根据故

事情节的需要，时而让伯特·韦伯在电流的刺激下

重回战场，时而用催眠术使他昏睡不醒。历史故

事与现实生活则因此而融合得天衣无缝。

作为一位成就卓越的历史小说家，托马斯·

肯尼利当然不会只局限于讲述“希特勒下士的手

枪”如何落入伯特·韦伯之手这样一个情节单一

的故事。他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调动自己丰富

多彩的生活经历，编织出一部反映澳大利亚上世

纪30年代城镇生活的场面宏大、内容连贯的小

说。“柔弱而时尚”的钢琴家奇肯·道尔顿每周六

晚在维多利亚电影院为无声电影伴奏，是这个热

闹的“乐团”中最具戏剧性的人物。他听起来像

狄更斯笔下的花花公子，原型却是生活在小镇肯

普西的一位钢琴家。作者通过奇肯·道尔顿与当

地土著人交往的故事描绘出一幅幅澳大利亚农

村社区的风俗画。走进画面的还有狡诈、自私的

建筑师伯利·霍尼伍德先生。伯利·霍尼伍德与

一位土著女人有染，生下男孩埃迪·凯利。十多

年后，弗洛·霍尼伍德太太在大街上偶然遇到一

个酷似丈夫的土著男孩，几经调查弄明真相，解

开谜团，与丈夫反目成仇，却与那个土著男孩建

立了意想不到的联系，在一片阴霾中显露出社会

变革的曙光。她在齐罗斯的茶点室与几位图图

迪族妇女会面，更是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缩影。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这部小说更丰满，可读性更

强。然而，《希特勒下士的手枪》注定要成为一部

犯罪小说。围绕希特勒下士那把鲁格尔手枪，作

者又引出另外一场惊天血案——爱尔兰人弗兰

克·霍兰为惩罚11年前约翰尼·科斯蒂根经不起

酷刑折磨，出卖战友，造成重大伤亡的罪行，经过

精心策划，用那把鲁格尔手枪打死约翰尼·科斯

蒂根，将这部跌宕起伏的小说推向又一个高潮。

而整个案件的侦破、审理过程又充分暴露了澳大

利亚司法腐败、滥用职权的弊端。毕生从事历史

小说创作的肯尼利就是这样，在不同的次要情节

之间游刃有余地移动，描绘出那个时代的种族和

性别偏见以及历史遗留的问题如何以多种方式

决定了澳大利亚小城镇的社会动态。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肯尼利关注的是，遥

远的历史动荡、暴力和不公正如何在成为历史之

后，甚至在地球的另一端，继续产生回响和影

响。他对战争和宗派主义主题的持久关注激发

了小说中一些最令人难忘的场景。爱尔兰部分

尤其引人注目，因为它们描绘了道德妥协和内战

冲突的野蛮与残酷。

肯尼利对战争题材的迷恋很大程度上是神

学上的。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人类对有组

织的、可预测的生活的渴望与一个以偶然性为唯

一常量和永恒法则的宇宙格格不入。文明保护

个人免受伤害。然而，经历战争，就意味着将自

己暴露在这种偶然性之下。人们每时每刻都会发

现，战争失去人类的理性，却有足够的非理性让人

怀疑神的目的。”风云变幻的今天，米寿之年的肯

尼利在悼念二十世纪及之后发生的人类悲剧的同

时，将不同的线索巧妙地编织在一起，成功地将

《希特勒下士的手枪》这部动人心魄、发人深思的

历史小说呈现在读者面前，别有一番新意。

（作者系资深文学翻译家，本书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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